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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审意见 1及作者修改说明 

本文考察城市群的共聚水平，虽已有较多学者使用其他指数进行探讨，但本文的可取之处是

借鉴最新的 Billings and Johnson（2016）具有矢量特征的基于机器学习 Wasserstein 距离算法

的共聚指标，对于国内研究产业集聚的补充具有一定的意义。但目前本文在方法的使用上尚

未明确体现出用该方法的必要性和特殊性，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提供以下问题供编辑

部和作者参考： 

 

（1）本文的方法如果可以处理 MAUP 问题的话，可能并不适合用于人为划定城市群之后，

再进行城市群之间进行比较，因为这样可能会人为创造行政边界问题，即各个城市群之间的

边界。论文首先将各个城市群作为独立的一个整体，然后再将各个独立的整体进行比较，可

能已经人为划定了行政边界，仅处理了各个城市群内部的边界问题。 

 

回复：第一个问题涉及空间尺度的选取与基于行政区划处理产业共聚测度的合理性问题。首

先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这一问题，对此我们作出如下回答：MAUP 问题为可更改地理单元

问题，与这一问题会相关的是该问题相伴而来的可加总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主要针对基于

区位选择模型理论度量的 EG 指数（Ellison 和 Glaeser，1997）。EG 指数的测度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具体地理单元的产业集聚或者共聚的测度是相对于全国来说的，譬如，江苏省的某

一产业的集聚与共聚与否是相对于全国来说的，并且最终所有省份的结果加总为 1。这种受

到行政单位划分影响带来的可加总的问题被广泛诟病。针对这一问题，Duranton 和 Overman

（2005）在基于微观地理信息、距离高斯线性核密度函数与反事实构建样本的基础上构建了

产业集聚 DO 指数，而这一指数没有相对这一概念，只是在一个选定空间尺度上判断某产业

集聚或共聚与否。本文提出的指数特征与 DO 指数是一致的，也没有相对概念，因而本文的

产业共聚指数的测度方法是不受空间尺度约束的，即在任意空间尺度与空间划定下均可以进

行测度，即符合 Delgado et al.（2016）提出的“对任意空间分类变化的无偏性特征”。 

我们需要讨论的是究竟在哪一空间尺度下进行测度是较为合适的问题。Duranton 和 Overman

（2005，2008）的 DO 指数测度数据和产业共聚指数的测度数据均来自于英国，其使用 Kernel

密度函数而产生的距离分布的中位数为 180 公里。关于产业共聚的测度目前国内学者只使用

EG 指数进行测度，尚未见到运用 DO 指数或者本文使用的指数进行产业共聚测度的研究。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基于 DO 指数的产业集聚测度是随着地理信息系统的不断发展而逐渐

开始应用，较为典型的是何玉梅等（2012）、袁海红（2014）、陈柯等（2018）、邵朝对等（2018）

的研究，这些研究均是基于企业的微观地理信息而进行的一定区域范围内单个产业 DO 指数

的测度。这其中，大部分是基于全国空间尺度下进行的测度（何玉梅等，2012；陈柯，2018；

邵朝对等，2018），其距离分布的中位数分别为 2000 公里、3000 公里与 1100 公里，很明显，

如此大的空间尺度下，产业集聚指数可能会捕获产业集群之间的距离。也有基于单个城市（北

京）空间尺度下进行的测度（袁海红，2014），其距离分布中位数为 35 公里，实际上在这城

市行政空间尺度下的克服 MAUP 问题并没有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空间尺度的选择都是

机械照搬 DO 指数的结果，并不能体现这一指数的本意。英国有其独特的地理特征：一是四

面环海且国土面积不大，二是地理与城市分布均匀。显然，这两点对于中国这么广袤且复杂



的地理环境的国家来说并不符合。综上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本文选择城市群这一空间尺度下

进行产业空间分布的测度，主要理由如下：一是新时代下产业空间新形态正在不断突破传统

行政边界，逐步形成以核心城市为枢纽、多城市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空间新格局，因而基于

城市群尺度的产业共聚测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二是城市群可以模拟出“四面环海”的相对

隔绝的地理空间特征，在城市群之间的非城市群城市可以作为产业分布的缓冲区域，克服

MAUP 问题的同时使得研究产业共聚具有实际经济意义；三是同一城市群的地理特征与城

市分布相对均质，土地面积适中，不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城市群是一个较为合适的空间尺

度。 

 

（2）将各个独立整体的城市群分开进行测算后再进行横向比较是否具有可比性？正如论文

方法所介绍，反事实比较需要基于整体内部的信息随机生成模拟产业区位集，作者在各自具

有不同区位分布信息特征的城市群进行相应的反事实判断可能存在相应的问题。如果要使各

个城市群之间的比较有意义，审稿人以为，各个城市群比较的随机生成模拟产业区位集需要

是一样，即基准的尺子需要保持一致，对此论文是如何处理的。 

 

回复：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反事实检验的样本选定标准问题。首先感谢审

稿专家提出的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本文的产业共聚指数的在各个城市群之间是可比的。

对此解释如下：本文的反事实样本的选取标准为：“产业区位集
~

k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

个条件是产业
~

k 的企业数量与产业 k 的数量应当相同；第二个条件是选取随机产业区位集策

略是从空间上所有已知的企业所在点的集合中进行抽取”。如果是 DO 指数的测度思想，各

个城市群必须基于相同的距离尺度进行对比，这是因为该指数基于距离的核密度分布，通过

反事实样本构建全局与局部距离置信区间带，因而各个行政区域规模的大小会导致各个城市

群产业集聚结果存在比较偏差。但是，本文的产业共聚指数是并不是基于距离测度的，构建

反事实样本的目的是为了验证该指数的原假设 H0：在基于产业 j 空间分布既定的情况下，

产业 j 和产业 k 之间不存在空间分布相似性。因此各个城市群下通过反事实样本回答这样一

个问题：产业 j 和产业 k 在该空间尺度下分布相似可能性有多少，该可能性与城市群的特征

并无关联，是一个与企业距离和城市群规模无关的无量纲数，因此该指数在城市群间可以直

接对比。 

 

（3）目前论文还未体现出该最新方法的矢量独特性，运用该方法探讨共聚的必要性，应该

发更大篇幅对其独特性及其呈现出来的事实特征进行分析和解读。同时，在与其他共聚指标

具有可比的维度上进行必要的测度比较。上述内容应该作为论文的重点分析。 

 

回复：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产业共聚指数的矢量性运用问题。我们作出如下回复： 

第一，关于体现该方法的矢量独特性，本文在文章中第四部分进行了一定篇幅的阐述。一是

对产业共聚的总体水平分析中，针对产业间双向共聚、单向共聚的数量、比例都进行了分析；

二是城市群共聚水平的差异分析中，对不同城市群的双向共聚特征进行了重点讨论；三是城

市群产业结构差异分析方面就完全基于产业共聚的方向性进行区域支柱产业的分析，本文还

使用这一特性对长三角产业集群的结构进行了描绘。为了突出本文对该方法矢量特性的使用，

本文修改了文章中这一方面的阐述方式。 

 

第二，针对运用该方法探讨共聚的必要性，对此本文解释如下：产业共聚与产业集聚有本质



差别，产业空间共聚强调跨产业空间分布的依赖、联结与互动关系，而产业空间集聚侧重产

业总体或者单个产业的空间分布形态。产业共聚能够更好的描绘出某一区域内的相近或相关

联产业的空间结构关系。产业共聚与产业集聚的重要的差别是产业共聚具有方向性，产业共

聚可以与生态学中的群落的相互关系进行类比，生态学家指出，两个群落的关系如果是为了

某种正向的关系而彼此依赖被称为群落间的正相互关系，在群落的正相互关系中有偏利共生

（Commensalism）、原始共生（Protocooperation）和互惠共生（Mutualism）的区别，偏利共

生指两个群落接触时一方有利，一方无影响，分开时一方有害，一方无影响；原始共生是指

接触时彼此有利，分开时彼此无影响；互惠共生是指接触时彼此有利，分开时对彼此都有害

（Odum，2004）。这种群落之间共生的方向性在总结产业群体行为特征时也有一定的适用性，

这体现在跨产业企业群体的彼此接近都是为了获取某些正向利益，例如马歇尔外部性或者雅

各布外部性，而这种产业群体的靠近是存在明显的方向性的，这一特征在企业选址过程中得

到充分的体现，举例来说，A 行业中企业的地址选择会考虑特定的 B 行业中企业的位置，

但是 B 行业的企业在选址时是否会考虑 A 行业内企业位置是不确定的。在传统的产业共聚

研究中，通过上述的EG 或者 DO指数进行的产业共聚测度都认为两个产业是共同集聚的（陈

国亮和陈建军，2012），或者说是所谓协同集聚的（陈曦等，2018），这显然不太符合产业共

聚存在单向共聚的实际情况。 

 

为了更直观的表现产业集聚与产业共聚的差别，我们利用图像进行进一步说明，如图所示，

本文通过随机模拟举出四种特殊的例子，图（a）中的两个产业在空间上均为分散，且两者

间不存在依赖关系；图（b）中两个产业虽然也为分散，但是每一个蓝色产业点的附近均有

红色产业点，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虽然两个产业都分散，但是两个产业互为相互依

赖，可以直观粗略的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空间相互依赖关系；图（c）中两个产业从单个产业

来说都为集聚，但是在两个产业间的空间分布毫无关联；图（d）中两个产业均为集聚，但

是红色产业点更依赖蓝色产业点，反之则不是，因此可以看出这种依赖的方向性特征。这种

两个产业间的依赖关系通过 EG 指数和 DO 指数都是无法测度的。我们十分认同审稿人提出

的与其他如 DO 指数、EG 指数等测度指标间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但一方面是通过 DO

指数进行 21 个城市群的测度工作量十分浩大，且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并没有针对其他指标

的测度比较进行研究，后续可以另文讨论。 

 

（a）（b） 



 

（c）（d） 

 

（4）现象解释上。在各个城市群产业共聚水平差异上，关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理论和现实

并不太一致，可能需要进一步解读； 

 

回复：第四个问题是关于产业共聚指数的矢量性运用问题。首先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这一问

题和建议。我们也认同专家提出的意见，另外一位审稿专家也提出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尤其

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共聚指数相对较低，可能和上述地区企业竞争相对激烈有关”

的建议。我们对原文进行了修改，在实证部分加入了行业竞争效应的考察，结果发现行业竞

争程度从两个方向均对产业共聚产生抑制，支持了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共聚偏低可能是由于行

业竞争导致的假设。当然，这一现象背后可能包含着区域规模经济集聚力与竞争效应分散力

多重作用的结果，类似于一些学者发现的中国产业集聚在 2004 年前后呈现“先集聚后分散”

的特征（文东伟和冼国明，2014），产业共聚可能也存在着“先共聚后分散”的周期特征。 

 

（5）数据上。2013 年工企是 2000 万以上较大规模企业，代表性较弱； 

 

回复：第五个问题是关于数据使用的问题。我们对此表示认同。工业企业数据的数据可得性

使得本文只能局限于研究这些样本，我们使用 2007 年的数据进行测度并与 2013 年的结果进

行比对，对比结果来看，两年的共聚水平结果基本一致且稳定。 

 

（6）第五部分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的必要性并不充足，因为作者指标的突出特征在于共聚的

矢量性，但构造的各个影响因素与现有文献一致并没有明显的矢量特征，目前数据还较难构

造与本文指标相匹配的影响因素，建议剔除。作者可以选取时间跨度较长的两年进行事实特

征比较，集中篇幅回答本文指标显现出来的矢量特征，看能不能有较为新颖的发现，也能够

丰富论文的分析层次。 

 

回复：第六个问题关于实证的必要性以及对动态结果的展示问题。对此，我们对实证部分进

行了重大修改，一是通过 2012 年 139 部门投入产出表得到了具备方向性的投入产出指标，

全面验证了马歇尔外部性；二是加入行业竞争指标；三是使用滞后三期的数据消除数据的内

生性问题。同时，本文测度了 2007 年的产业共聚结果进行时间演变的分析，一方面测算的

时间将近一个多月，另一方面两年共有 100 万个结果的规律总结的难度较大，本文只是在原

文基础上做了一些比较粗略的定性比较分析，文章重点侧重于对这一指数的应用介绍上。我

们认为通过实证的定量分析可以有效弥补定性分析的不足，互为补充。本文也在未来的研究

展望中提出了进一步发掘产业共聚指数方向性特征的问题，在本文中由于篇幅与时间所限，

只进行了这些内容的讨论。 



 

（7）关于反事实检验的样本选定标准问题。作者回答了本文选择的反事实的标准是“产业

区位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产业的企业数量与产业 k 的数量应当相同；第二个

条件是选取随机产业区位集策略是从空间上所有已知的企业所在点的集合中进行抽取”。但

审稿人更关心的是，作者测度了 21 个城市群，是不是基于这 21 个城市群内部各自的反事实

进行模拟的？。比如长三角的反事实模拟是基于长三角已知所有企业的空间分布集合，珠三

角的反事实模拟是基于珠三角所有已知企业的空间分布集合，因为“第二个条件是选取随机

产业区位集策略是从空间上所有已知的企业所在点的集合中进行抽取”，长三角和珠三角两

个所有已知的企业所在点的集合特征应该是不同，那如何可比？作者需要详细厘清比较的过

程？ 

 

回复：由于上次的回复中都没有全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解释，给审稿人带来了困惑，我们

深表歉意，在此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希望能为您释疑。 

1. 从计算原理角度对指数可比性的解释 

我们认同您的观点：不同城市群由于地理与人文社会环境的差异，产业空间分布会有所差异。

但这对本文测度的共聚指数的可比性影响不是很大。这是因为本文的产业共聚指数 Coagg

是回答了一个假设检验问题——原假设 H0：在基于产业 j 空间分布既定的情况下，产业 j

和产业 k 之间不存在空间分布相似性。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是否成立，我们通过蒙特卡洛模拟进行验证，观察 1000 次模拟中发生原

假设的频率，譬如 1000 次模拟中发生原假设的次数是 50 次，则我们可以说在 95%的置信

度下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 H1:在基于产业 j 空间分布既定的情况下，产业 j 和产业 k

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相似性。而此时我们定义共聚指数 Coagg(j,k)为 0.95，这是蒙特卡

洛模拟时违背原假设的发生频率，这样的定义决定该指数是一个连续函数，我们通过这个频

率发生的高低来近似代表两个产业间方向性共聚发生的可能概率。 

 

本文反事实样本的第二个条件所说的反事实样本就是当前所测度空间上的全体样本，就是您

所理解的 21 个城市群各自基于各自的总体样本。例如长三角城市群 2013 年一共有约 10 万

家企业，这 10 万家企业就是在计算长三角共聚指数时的反事实样本全集。本文在介绍方法

时采取了一般性的数学论述，在整个方法介绍过程中复平面是统一的。 

 

关于蒙特卡洛模拟次数的问题，理论上模拟的次数越多，这个数值会越精确，但是次数达到

一定的数量后，结果就会趋于稳定。根据数学学科前人研究的经验，1000 次是一个较为恰

当的模拟次数。虽然各个城市群的总体样本规模存在一定差异，应当采取各自的模拟次数，

但是本文为了统一标准，所有城市群均采用 1000 次的模拟方式，1000 次模拟对于样本量最

多的长三角来说都是适用的，因此对于其它城市群来说结果只会更稳定。 

 

我们举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解释计算原理：假设我们通过长相的相似性来判断小王是不是小王

的父亲亲生的？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本文的方法来计算，首先我们计算小王与小

王的父亲的面部相似距离（可以通过 Wasserstein 距离实现），然后我们假设随机找来的路人

应该与小王没有血缘关系因而面部特征应当差别更大，进行 1000 次蒙特卡洛模拟抽样后，

如果 950 个人都比小王的父亲与小王的面部差别更大，那么我们可以说在 95%的置信度下，

小王是小王的父亲亲生的，我们定义父子俩有血缘关系的可能性近似是 0.95。问题是，这

1000 个随机的路人应当如何抽取？为了保证结果的科学性，我们要控制这些路人与小王父



亲的一致性，比如年龄等要素，特别是应当要在小王出身地来进行随机抽样。这是因为对这

一细节的处理会引申出下一个问题：中国小王与小王的父亲是否比美国人 Jack 与 Jack 的父

亲更有可能是亲生父子？首先这个问题应该可以称之为是一个问题，同时这种判断是可比的，

那么在随机抽样时小王的反事实样本应当在中国抽，Jack 的反事实样本应当在美国抽。当然，

我们是考虑中美之间巨大的差异，中国的广东与东北的差异会不会比这个小？为了避免不受

到“其他不可观测到的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抽样应当在各自研究空间下抽样。 

 

进一步通过举例说明来解释这一指数的含义，2013 年机织服装制造（181）对棉纺织及印染

精加工（171）的计算结果中，长三角城市群的 Coagg(181,171)结果是 1，珠三角城市群的

Coagg(181,171)结果是 0.279。我们可以理解为，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结果，长三角城市群在

95%的置信度下可以拒绝原假设 H0，产业 181 向产业 171 在长三角空间下是显著共聚的，

这一单向共聚发生的概率（频率）近似为 1；同理，珠三角城市群在 95%的置信度下不可以

拒绝原假设 H0，181 产业向 171 产业是不显著共聚，这一单向共聚发生的概率（频率）近

似为 0.279。不管 181 与 171 这两个产业或者总体产业在两个城市群之间有多大的差别，我

们只是考察 181 与 171 的分布相似性以及与 171 的模拟样本集之间的相似，譬如说，181 产

业在长三角是集聚的，在珠三角是分散的，这完全不影响测算在各自空间下 181 与 171 的分

布相似性，这就是本文利用 Wasserstein 距离测算两个离散分布相似性的巨大优势。 

综上，通过本文提出的共聚指数可以获得两个结论：1、在一定的置信度下，两个产业在指

定空间下是否显著共聚；2、某一空间下两个产业间共聚的可能性（违背原假设的发生频率）

大小，属于无量纲量。这两个结论在不同城市群之间应当是可比的。 

 

（8）共聚指的是不同行业间的集聚形态，很多都是上下游关联，作者从行业竞争效应解释

尚缺乏说服力，审稿人以为，这是否与作者将本是不同的、独立的城市群测度结果对比有关？ 

 

回复：关于竞争效应问题。坦白的说，竞争效应变量在开始我们并未关注，后来是应另外一

位审稿专家要求加入的。为了考察竞争效应对本文实证结果的影响，我在剔除这一变量后重

新进行了回归，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到，竞争指标加入前后并不影响其他指标的稳健性，鉴

于该竞争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些沿海发达城市群产业共聚程度较低的问题，同时也尊

重两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我们在正文中汇报了加入这一指标的结果并以附注的形

式对剔除后的结果进行了说明。 

VARIABLES (1) (2) (3) (4) (5) (6) (7) (8) 

Input-outputj,k 0.218*** 0.224*** 0.318*** 0.131*** 0.224*** 0.229*** 0.318*** 0.131*** 

 (0.0153) (0.0153) (0.0152) (0.0298) (0.0153) (0.0154) (0.0152) (0.0300) 

Labor pool -1.323*** -0.838*** -0.519*** -0.171** -1.566*** -1.283*** -0.925*** -0.697*** 

 (0.0581) (0.0573) (0.0693) (0.0687) (0.0566) (0.0567) (0.0682) (0.0686) 

Knowledge 

Spillover 
0.0201*** 0.0238*** 0.00796*** 0.0122*** 0.0202*** 0.0272*** 0.00744*** 0.0174*** 

 (0.00198) (0.00198) (0.00201) (0.00200) (0.00198) (0.00199) (0.00201) (0.00201) 

Scale 

Dissimilarity 
0.0176*** 0.0186*** 0.0252*** 0.0295*** 0.0192*** 0.0236*** 0.0258*** 0.0355*** 

 (0.00190) (0.00190) (0.00190) (0.00191) (0.00190) (0.00191) (0.00191) (0.00192) 

Tech 

Dissimilarity 
-0.00622*** -0.0103*** -0.00729*** -0.00689*** -0.00505*** -0.00756*** -0.00589*** -0.00388** 

 (0.00167) (0.00167) (0.00161) (0.00162) (0.00167) (0.00168) (0.00161) (0.00163) 



Competition 

Level j   
-8.28e-05*** -0.00013*** -8.39e-05*** -0.000129***     

 (3.07e-06) (2.85e-06) (3.45e-06) (3.11e-06)     

Competition 

Level k 
2.37e-06 -4.48e-05*** -6.75e-05*** -0.000111***     

 (3.08e-06) (2.85e-06) (3.45e-06) (3.11e-06)     

Government -0.0489***  -0.0323***  -0.0676***  -0.0690***  

 (0.00236)  (0.00236)  (0.00213)  (0.00205)  

Economy -0.00220**  -0.00168*  -0.00380***  -0.00470***  

 (0.000915)  (0.000883)  (0.000911)  (0.000879)  

Transport -0.00153***  -0.00145***  -0.00152***  -0.00143***  

 (0.000139)  (0.000135)  (0.000139)  (0.000135)  

Open -0.0150***  -0.0139***  -0.0156***  -0.0153***  

 (0.000519)  (0.000503)  (0.000518)  (0.000501)  

Constant 0.528*** 0.464*** 0.516*** 0.458*** 0.531*** 0.446*** 0.525*** 0.434*** 

 (0.00260) (0.00170) (0.00259) (0.00172) (0.00260) (0.00166) (0.00258) (0.00168) 

三位数行业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二位数行业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75,662 375,662 375,662 375,636 375,662 375,662 375,662 375,636 

R-squared 0.016 0.010 0.103 0.112 0.015 0.003 0.101 0.102 

 

（9）关于指标可比性的问题，作者既然承认“不同城市群由于地理与人文社会环境的差异，

产业空间分布有所差异”，那测度的各自整体城市群内部情况就不应该进行横向比较。作者

指出原假设是“产业 j 空间分布既定的情况下，产业 j 和产业 k 之间是否存在空间分布相似

性”，这意味着测度共聚时，其中有一个产业 j 空间分布是既定的，那么长三角、珠三角等

等独立整体的城市群产业 j 的空间分布是不同的，这又何来可比呢？另外，作者指出“本文

反事实样本的第二个条件所说的就是当前所测度空间上的全体样本，就是您所理解的 21 个

城市群各自基于各自的总体样本”，既然每个城市群内部的原有企业是作为全体样本，被视

作总体，那要比较的是总体内部的分样本特征，所谓总体是研究对象的全部样本，研究中怎

么可能存在两个甚至多个总体样本。拿作者举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既然已经视中国人是

一个总体样本，美国人是一个总体样本，那我们还有何意义比较这两个总体，如果要比较那

应该视中国人和美国人为一个总体，把他们放一起作为一个总体然后再比较才有意义。 

 

作者的测度是先将 21 个城市视为独立的 21 个总体，然后再基于这 21 个独立总体内部的企

业分布特征模拟得到各自独立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共聚情况，最后将已经视作各自总体的测度

结果当成分样本属性来比较。这种理解可以在最后一部分实证回归得到非常明显的验证，既

然每个城市群在测度模拟时当成了总体样本，那么回归就应该基于 21 个各自城市群进行。 

 

回复：首先，对于您这次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团队进行了在线讨论与学习，并且就您提出这

一抽样方法的可比性问题专门请教多位数学、统计学背景的博士、老师和相关参考文献原作

者。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本文的指数是可比的。 

 



我们进一步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文献查阅和方法模拟，最后我们团队对您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

这一方法的抽样总体的差异确实会引发对比标准的不一致，进而产生一定的统计学瑕疵。我

们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对产业集聚以及共聚领域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构建反事实的样本的做

法进行了追根溯源，我们对此进行了总结。 

请您先看下图： 

 
在这个复平面空间上，我们随机生成了 20 个红色点（产业 j）与 20 个蓝色点（产业 k），我

们生成的时候设置了一个要求，即红点必须随机出现在蓝点半径 10 单元的周围，也就是说

从上帝视角来看，产业 j（红点）是向产业 k（蓝点）共聚的。现在不知道这个设置一个人，

他如何判断产业 j 是不是向产业 k 共聚呢？那么他提出原假设：“产业 j 空间分布既定的情

况下，产业 j 和产业 k 之间不存在空间分布相似性”。在红点固定的情况下，随机生成 20 个

蓝点，我们认为红点是不会向这随机生成的 20 个蓝点靠近的，即符合原假设，我们通过 1000

次模拟去构建原假设集。请注意，当前复平面空间下目前没有其他的点，我们如何抽取这

20 个点呢？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生成随机生成 0-120 之间的横纵坐标来确定点，而这个

时候的抽样总体是无穷大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下面这两张图，左边还是刚刚那张，右边这张的复平面大小有所减少，

红蓝点的数量也与左边图不一样，两个产业的分布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事实上也进行了

红点必须随机出现在蓝点附近的设置。如果我们继续通过这个抽样方式，左右两边的抽样总

体是一致的，也就是均是无穷大。通过我们的测度方法模拟，我们测得左侧图的 Coaggj,k=1，

且 10 次模拟结果均为 1，非常稳定；右侧图的 Coaggj,k 也等于 1，结果也非常稳定。 

 
如果就这两张图来说，这两个复平面空间下进行我们方法的测度结果可以认为是不存在统计

瑕疵的，是完全可比的。 

但是，我们实际情况下实现这种完美抽样并不那么轻松，请看下图： 



 

还是刚刚第一张图，这个空间中央有个湖，如果我们仍然采用原先的抽样方法，那么就会对

估计的无偏性产生影响，因为这个湖里的点是永远不会有企业的，如果仍然使用上面的做法，

这会使得抽样总体被扩大化了，这会导致我们的测度结果出现虚假的显著性。那么我们如果

仍然要进行完美抽样的话，那就需要把这个湖去掉，用剩下的区域进行随机抽样。 

 

扣去上图中的湖是容易实现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研究产业空间分布的地图上不仅有湖泊，

还有山川、森林、道路、农田和商业区等等这些都永远不可能有制造业企业的地方，这些分

布的形状没有规则，要把这些区域完全从地图上剔除，这是非常困难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呢？最早提出采用蒙特卡洛空间模拟反事实样本是 Duranton 和 Overman（2005）提出 DO

指数的文章，文章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如下，Manufacturing cannot locate in many areas 

of the country (e.g. the Lake District, London’s green belt, etc.). Hence, to control for overall 

agglomeration and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we consider that the set of all existing “sites”。产业

在一个区域内可以选址的地方是有限的，为了控制总体的集聚和研究框架的稳定性，考虑将

已经存在的样本点替代为“总体”。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Duranton 他们的抽样也不是完美抽样，这一方式抽样

会使得抽样总样本的缩小，使得出现伪不显著的情况，使得产业集聚显著的门槛提高了；2.

这一方式明显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在实际“完美总体”无法获取的情况下，使用的相

对损害较轻的替代抽样方案；3.这一方案被 Billings 和 Johnson 的 2016 年产业共聚的文章直

接采纳，是一种采取“惯例”的做法。 

 

那么，这样相对存在一定统计瑕疵的指标能不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跨区域对比呢？我们提出

了一点看法，仅供审稿人参考。我们团队的判断是：各个城市群之间全部产业的总体分布的

差异可能主要来自不可开发土地的分布的影响，总体来说，这些不可开发土地本身就是应当

是被剔除的，当城市群的企业样本比较大的时候，城市群企业的总体样本与“完美样本”之

间的差异应当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因此进行一定程度的跨区域比较也许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提供一些研究价值。因为一旦否认了这种相对的可比性，不仅跨区域的比较

是不科学的，跨时间的比较也是不合理的（抽样总体也发生了变化），这会极大的压缩现有

整个产业集聚与共聚的研究空间，因为从目前的文献检索来看，国内外使用 DO 指数进行同

一空间下跨时间的比较的文章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 

 



我们的结论是：必须承认，该方法下的产业共聚的总体样本是存在一定的统计学瑕疵的，但

是就补充目前的研究空白的紧迫性来说，我们是否可以忽略这样的统计意义上的瑕疵呢？我

们的理解，很多经济学指标在理论上是可以比较的，但实践中也会因统计误差带来一定的不

可性，即使像人均 GDP 这样常用的指标，在不同区域比较时，也会因各地区市场经济的发

展水平不同，所产生的统计遗漏不一样（市场化低的地区遗漏的非市场活动创造的价值愈多），

也无法成为完美的对比指标。但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很多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只能在目前

的水平和手段下追求“次优”的结果。 

 

当然，我们完全承认，您提出的在全国层面或者在一个城市群层面进行产业共聚指数测度的

修改方案是十分严谨的。但是如果进行全国层面的测度，由于我们的计算能力所限，三位数

产业分类下的产业规模较大，这会极大增加产业共聚指数的计算复杂度，我们将要计算超过

35000 个结果，以我们目前的计算水平，每个结果的计算时间预计均需要 12 个小时以上的

时间，这也意味着虽然理论上可以在全国层面上测度，但实践上受我们自己能力的限制几乎

不可能。 

 

外审意见 2及作者修改说明 

该文基于微观企业地理数据，运用矩阵扩张 Sinkhorn 算法与熵正则化项约束法改进

Wasserstein 距离算法与求解方式，测算了中国 21 个城市群内产业共聚水平；从总体水平、

区域特征和行业特征描述城市群产业共聚的总体概况，并探讨影响产业共聚的影响因素。综

合来看，该文最大的创新在于，从微观企业层面构建产业共聚指数，为测度中国城市群空间

尺度下的产业共聚水平提供可靠的算法支持，并基于此对跨区域产业共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

究提供证据支持。 

具体而言，该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作者在论述基于 Wasserstein 距离的产业分布距离测算的过程中，并未详细阐述作者是

如何将 Wasserstein 距离测算运用到产业空间共聚的。对尚未接触过该方法的读者而言，如

何运用此方法进行产业空间分布距离测算仍然是不明晰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图 1

表达的含义也是必要的。 

 

回复：第一个问题涉及方法介绍方面的问题。匿名审稿专家具体指出：“扩展文章研究方法

的文字表述，更为清晰地阐述作者的研究步骤，并加强对图 1 的解释力度”，对此我们表示

认同和感谢。研究方法的基于 Wasserstein 距离测算两个产业空间分布距离，然后通过蒙特

卡洛模拟进行反事实样本检验。从计算过程来说，通过调用计算机科学的人脸识别算法的模

块包即可实现，反事实样本是随机抽取即可实现，对此我们调整了文章结构，进一步对测算

方法进行了梳理。对于图一解释不到位的问题，我们遵从审稿专家的意见对原文进行了补充

与修改。 

 

（2）在文章第四部分，作者将产业共聚划分为双向共聚和单向共聚，那么，影响这两种产

业共聚的因素是否完全相同？作者认为产业共聚的方向性是有意义的，但作者在文章的后续

分析中尚未探讨和回答该问题，这也是文章的一个遗憾；与此同时，在经典的产业集聚研究

中，产业共聚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集聚获得上下游的关联效应，而这也可以认为是文章中

提及的同行业产业共聚水平高于跨行业产业共聚的佐证。那么，产业双向或者单向共聚，是

否与产业所处的生产链环节有关？这也是作者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回复：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双向共聚与单向共聚行业特征的问题。匿名审稿专家具体指出：“进

一步阐述产业双向共聚和单向共聚的行业特征，可结合文章产业结构差异部分的相关内容，

进一步探讨产业关联与产业共聚的关系。”此我们表示认同和感谢。对此我们在实证部分已

经加入了投入产出关系变量，全面验证马歇尔效应。实证结果证明产业关联与产业共聚为正

相关。而具体行业特征上的分析，由于文章的篇幅所限，不在这篇文章中展开讨论。 

 

（3）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产业在空间上共聚与否实际上是竞争效应和集聚效应

相互作用的结果。东部沿海城市群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共聚指数相对较低，

可能和上述地区企业竞争相对激烈有关。作者在第五部分影响因素的分析中，着重考虑城市

群内集聚效应，而并未考虑区域内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回复：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竞争效应问题。匿名审稿专家具体指出：“在实证模型中考虑竞争

效应的影响。”对此我们表示认同和感谢，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我们在模型

中从共聚产业与被共聚产业两个方向加入行业竞争变量，结果显示从两个方向上竞争效应都

显著抑制了产业共聚的发生，与审稿专家关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竞争效应导致的空间共聚降低

的论断不谋而合。 

 

（4）结合表 3、附录表 2 和附录表 3，产业共聚水平较高的晋中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

其结构性主导产业分别为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等。相比纺织业和计算机

设备行业，这些重工业生产链相对较长，生产工序相对复杂，与之关联的行业也更多。这一

点，从文章图 5 中，通用设备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互动较多也可以看出。那么，这可能也是

主导产业结构导致城市产业共聚指数较高的原因，而并非完全是作者解释的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 

 

回复：第四个问题关于“加入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特征分析”

的建议，对此我们表示认同和感谢，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本文在结构性支柱产业部

分加入了这些产业成为主导产业是由其行业特征引致的表述。 

 

（5）作者仅用一年的截面数据解释产业共聚的影响因素，可能存在互为因果问题。作者在

研究展望中也提及产业共聚测算难度导致无法展示动态演变过程，建议作者在影响因素分析

中尽量采用历史数据或者滞后年份数据克服互为因果问题。 

 

回复：第五个问题关于实证数据内生性的问题。匿名审稿专家具体指出：“考虑并处理截面

数据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问题。”对此我们表示认同和感谢。本文遵从审稿专家的建议，使

用 2012 年的投入产出指标，其余指标滞后三期使用 2010 年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与原结果

一致。 

 

（6）作者在特征分析中一再强调政府产业政策对产业共聚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也考虑了

政府规模的影响。但是，仅仅从政府规模的视角讨论空间集聚往往是不够的，且作者对实证

结果的解释也缺乏充足的说服力。因此，如果从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等视角来考察，可能更为

贴切。 

 

回复：关于更换政府政策指标的建议。对此我们表示认同和感谢。由于政府政策指标的可获

得较差，本文对这一方面暂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由于本文着重验证马歇尔效应与行业竞



争效应对产业共聚的影响，因此这一问题我们放入了研究展望中。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

贵意见，本研究团队会进一步认真思考，另文专题讨论政府政策对产业空间共聚的影响。 

 

 

外审意见 3及作者修改说明 

该文的选题意义明显，而且创新性也很强，在机器学习 Wasserstein 距离算法思想的基础上，

利用企业地理微观数据，运用矩阵扩张 Sinkhorn 算法与熵正则化项约束法改进 Wasserstein

距离算法与求解方式，是测度产业共聚的新方法，可以有效解决以往方法所面对的 MAUP

的问题，并且能够识别产业共聚的方向性，对进一步拓展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相关学

科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仍然有一些地方需要与作者进行探讨。 

 

（1）本文意图探讨两大问题，一是运用新方法刻画城市群产业共聚的相关特征；二是实证

研究了产业间共聚的影响因素。不过，相对而言，无论是从内容丰富程度与研究深度等方面，

有关产业共聚影响因素的实证显得较为欠缺，这是该文章的一大主要不足。 

 

第一，本文实证的框架基本还是立足于探讨产业集聚的基本机制（共享、匹配、学习等），

创新在于被解释变量是新方法测度的，但是，结论也是类似的，而且，其中劳动力池、知识

溢出等变量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说产业共聚影响因素的探索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之一，

那么，目前的实证策略和深度是不够的。 

 

第二，有关一些建议。本文采用的新方法测度产业共聚，相比于以往的方法，具有很多的优

势。那么，是否可以在做产业共聚影响因素的实证中，针对新方法测度的新内容做一些实证，

比如，产业共聚的方向性，可以探索为何不同产业间共聚的依赖程度不一样等等。总体上而

言，建议实证可以针对新方法获取的新内容进行，如果仅仅把新方法测度的产业共聚程度当

作一个老问题的新变量，然后基于传统的理论进行一下实证，有点浪费了作者大量工作后获

得的新资源。 

 

回复：第一个问题有关文章结构与实证部分的问题。匿名审稿专家具体指出：“相对而言，

无论是从内容丰富程度与研究深度等方面，有关产业共聚影响因素的实证显得较为欠缺，这

是该文章的一大主要不足。”我们团队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文章结构的不平衡问题，对此

我们表示认同。本文的主要工作量是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 Wasserstein 距离进行改进，通过

蒙特卡洛模拟构建产业共聚指数，同时基于这一指数做了很多创新性的拓展：比如通过生态

学概念进行类比、进行城市群基于描述性统计层面的产业共聚总体水平的比较、不同城市群

产业共聚指数分布的模式归类、单个城市群内部产业集群结构的刻画等等。文章的前半部分

耗费了我们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而且从篇幅上来说，文章的大量篇幅都在讨论对于产业共聚

方法改进与中国 21 个城市群测度的结果展示，实证上确实有所偏废。对此我们做出了如下

调整： 

第一，结合匿名审稿专家第二个问题的建议：“建议作者不要强调城市群，仅以城市群为视

角展开研究”。我们首先调整了文章的题目，将原题目改为：“城市群视角下的产业共聚与产

业空间治理：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测度研究”，即我们不再将测度与影响因素在题目中表现为

对等的位置，而是突出表现测度。不过我们对实证部分仍然于以保留，坦率的说，我们主要

的参照文献是 Ellison et al.（2010）和 Billings and Johnson（2016）的两篇文章，本文的文章

结构大体与这两篇文章相似，采用这一结构是想通过实证结果验证本文测度结果与这两篇文

章的一致性。 



第二，而对于实证的深度与广度的拓展，我们进行了改动与调整。匿名审稿专家提出：“总

体上而言，建议实证可以针对新方法获取的新内容进行，如果仅仅把新方法测度的产业共聚

程度当作一个老问题的新变量，然后基于传统的理论进行一下实证，有点浪费了作者大量工

作后获得的新资源。”我们非常认同您提出的这一观点，我们承认在实证处理上，囿于参考

国外文献的结构框架，以及数据方面的局限，我们被提出这一产业共聚指数理念的 Billings 

and Johnson（2016）的文章“画地为牢”了。在 Billings and Johnson（2016）的文章中，共

聚指数的影响指标均从马歇尔外部性出发，实际验证时也只有投入产出一个指标具有方向性，

加之该文章只测度了一个区域，因此缺乏对于区域差异的考察，本文的原意在于对其在区域

差异的研究补充。 

对于该新方法开发的新指标的应用，我们团队已经开展了一定的研究，也初步得到了一些研

究成果。对于产业共聚指标方向性的研究拓展，我们团队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保持被

解释变量不变，开发解释变量的方向性；二是针对被解释变量分离出共聚与被共聚两个方向

的衍生指标，譬如一个产业被多少个产业显著共聚和向多少个产业显著共聚两个维度构建指

标。 

我们对本文的实证修改采用第一种策略即进一步开发解释变量的方向性。通过大量的文献查

阅，我们发现 Hidalgo et al.（2007）提出的产品临近度指标可供借鉴，该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j min{ ( 1 1) ( 1 1)}k cj ck ck cjP RCA RCA P RCA RCA =    ，  

 

其中，RCAcj 为 c 国家（或城市）产业 j 的显性比较优势。该指标将产业 k 具备比较优势的

条件下产业 j 具备比较优势的条件概率与产业 j 具备比较优势的条件下产业 k 具备比较优势

的条件概率中的较小值用来衡量产品邻近度。 Guo and He（2016）和贺灿飞和胡绪千（2019）

对这指标进一步拓展和引申，将其用于度量产业间的技术关联，可以理解为“产品邻近”是

由于产业间的技术关联引致的。不过从这一指标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通过取较小值使得

该指标原本可以具备的方向性消失了。Hidalgo et al.（2007）在文中并没有具体解释为何要

取两者之间的较小值表示两个产业间的邻近度，而毛琦梁和王菲（2017）在应用该指标时提

出了如下解释：“由于两种产品相互间的条件概率未必相等，但两种产品之间邻近度应该是

定值，考虑到同时生产两种产品所需条件相对严苛，故取条件概率最小值作为产品邻近度的

衡量标准。”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如果从产业技术关联而引致产品邻近的角度出

发，应当不存在两个产品的邻近度应当是定值的硬性标准，这是因为生产两种产品的技术优

势如果彼此依赖，那么这种技术依赖不一定是对称的，因此，我们在本文中借鉴该指标的思

想，直接定义产业 j 对产业 k 产生技术关联（依赖）的概率为： 

, ( 1 1)j k cj ckTechCorrelation P RCA RCA=    

即产业 k 具备比较优势的条件下产业 j 具备比较优势的条件概率，这一定义既符合一定的经

济直觉，同时也与本文的产业共聚指数的方向性能够匹配。我们团队测度了 2010 年全国层

面 191 个三位数产业间的双向技术关联概率，共测度了 36290 个结果，并与产业共聚指数进

行匹配。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间的技术依赖正向影响产业间的共聚发生可能性，这一结论符

合经济直觉。 

匿名审稿专家同时指出：“其中劳动力池、知识溢出等变量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对此，我

们进一步删除了劳动力池、知识溢出、技术差距等具有测度争议的指标，从前后结果看，删

除这些指标后不影响其他指标的结论，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删除这些指标后，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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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本文的主要实证重心调整为针对方向性的投入产出依赖与技术依赖的检验上，并兼顾讨

论区域差异，我们也调整了文章摘要、引言等处的表述。 

 

（2）本文是基于城市群进行的研究，但是，目前来看，并未很好地识别基于城市群进行研

究的必要性和特殊性，只是将城市群作为一个空间单元而已，换言之，若将本文换一种空间

尺度（比如省域），研究的主要结论还是类似的，只不过细节的展示（比如共聚程度及其变

化、结构性主导产业是什么，等等）方面不一样。为此，若要以“城市群产业共聚”为主题进

行探索，那么，需要将城市群这类特殊的经济空间组织融入到产业共聚的科学问题中。或者，

建议作者不要强调城市群，仅以城市群为视角展开研究。 

 

回复：感谢审稿人的意见。关于城市群的空间选择，我们团队在最初也比较纠结，我们的选

项有：全国、省域、地级市与城市群。坦率的说，全国这一尺度的计算复杂度非常高，当时

对于这一算法结果未知的情况下，计算的成本很大，因此我们放弃了全国尺度；而选择省域

与地级市尺度我们担心被诟病克服 MAUP 问题没有意义。而 Billings and Johnson（2016）的

产业共聚指数正是基于“丹佛-奥罗拉-莱克伍德”大都市功能区数据进行测度的，而美国大

都市功能区与中国的城市群的概念与规模较为接近，基于城市群尺度的产业共聚指数的测度

结果更具国际可比性。综合之下，我们最终选择了城市群这一空间尺度。 

同时，在文章几易其稿的过程中，编辑部对我们也有拔高文章立意的期许。实际上，由于城

市群内部一体化水平较高，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产业空间发展的主要载体，对此我们着重在

文章的引言与最后的结论中突出了城市群空间尺度下的产业空间治理的重要性。 

 

（3）本文有些结论有待值得商榷，本文目前更多的工作是利用一种新方法刻画了或者说发

现了一些现象，但是对于这些现象的解释并不深入。或者，如第一条意见所言，作者可以就

新方法发现的现象做针对性的实证以探索影响机制。比如本文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城市群产业共聚水平反而较低”，在政策启示中提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产业共聚

水平反而较低，可能是由其较高的土地、税收等一系列经营成本的激增导致了产业空间分布

的提前分散化，这种趋势并非是在完全市场机制下的产业合理布局，因此发达城市群的地方

政府应该合理管控土地、税收成本，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其产业合理有效的空间共聚”。又

比如，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技术密集型行业整体共聚水平不高的现状”，作者针对这个结论

在政策启示中论述“地方政府应当进一步为高技术产业的共聚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

要尊重技术差距对产业共聚影响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是经济落后地区应当进一步发

挥市场的自发力量……，但是产业间能否实现合理的产业配置，发挥共聚效应，仍然需要进

一步借助市场力量优化当前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布局。”诸如此类的结论，实际上隐含着

作者认为产业共聚水平应该很高的结论，但事实上，产业共聚作为一种多维因素共同决定的

产业生态系统，究竟何种共聚程度比较合适是很难定论的。比如，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城市群产业共聚水平反而较低”，城市群之间也是分工的，不同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并不一

致，因此，产业共聚水平肯定也是不一样，那么究竟这和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有没有关系，

是需要也是值得进一步去探索的，并不能就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产业共聚水平

反而较低，这种趋势并非是在完全市场机制下的产业合理布局”。有关技术密集型产业结论

的解读也是类似。作者创新性地开发了刻画产业共聚的新方法，据此通过大量的工作也发现

了很多现象和特征，但是，欠缺对于这些产业共聚特征的解释，目前更多的停留在展示现象

的阶段，建议作者在这方面加强。 

 

回复：匿名审稿专家指出：“本文有些结论有待值得商榷，本文目前更多的工作是利用一种



新方法刻画了或者说发现了一些现象，但是对于这些现象的解释并不深入。”我们非常认同

您的批评，对您提出的这一问题表示非常的感谢。我们极为认同您的论断：“产业共聚作为

一种多维因素共同决定的产业生态系统，究竟何种共聚程度比较合适是很难定论的。”我们

团队非常钦佩您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事实上，我们也在目前开展的后续研究中找到了您

这一观点的佐证。我们团队在最新的研究中着重研究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1998-2013 年的产

业共聚的演变，我们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经历了共聚水平升高后逐步降低的趋势（图 1），且

产业网络结构中也表现出明显的结构优化特征（图 2）。 

 

图 1：1998-2013 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结构参数演化图 

 

图 2：1998 年和 2013 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结构对比图 

我们团队对于这一指标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最开始只计算了一年结果的时候，

对“经济落后地区的产业共聚水平较低”这一问题也存在一定的困惑，我们当时也将其与产

业集聚的先趋于集聚后趋于分散的特征联系起来，因此才会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

产业共聚水平反而较低，可能是由其较高的土地、税收等一系列经营成本的激增导致了产业

空间分布的提前分散化，这种趋势并非是在完全市场机制下的产业合理布局…”这样的政策

建议。 

 

对此，我们作出如下修改：一是修改文章中对于产业共聚带有主观态度的表述，以更为客观

中立的态度看待产业的共聚水平；二是修改本文的政策建议，强调本文的测度结果对产业空

间分布、产业共聚关联与产业空间结构认识的帮助，对于产业空间治理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

使得本文的结论更具备一定的客观性。 

 



 

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的研究是初步的也是启发式的，很多的表述和研究内容存在一定的不足，

本文的很多结果在中国应当都是首次进行测度和研究，与传统产业集聚的结论有所不同我们

认为也是可以进一步思考与讨论的。当然，我们也深切的希望我们基于此文章来吸引更多的

同行来关注这类研究。 

 

（4）该文作者对于有待商榷之处做出了比较好的解答以及较好的改进，不过，仍有一个方

面想和作者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该文将原题目改为：“城市群视角下的产业共聚与产业空间治理：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测度”，

即不再将测度与影响因素在题目中表现为对等的位置，而是突出表现测度。不过，又形成了

新的结构平衡问题。诚如本文所言，致力于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科学准确的测度

区域产业间的共聚关系，以及如何通过产业间共聚的方向性进一步刻画产业体系结构的问题；

二是从产业共聚的角度出发，政府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实施产业空间治理？本文对于第一个

问题的研究非常出色，而且也非常认可这是未来的研究提升方向，相信会成为后续研究的重

要参考。相对而言，有关第二个问题的研究有点不足，虽然能够理解本文希望在产业共聚刻

画以及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提出实施产业空间治理的科学依据。但最终有关产业空

间治理的内容是作为政策建议在结论部分出现，如此处理，显得有点薄弱了，而且内容结构

对应于题目而言，有点不平衡。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非常认同您的观点。按照审稿人专家的意见，我们在最后

一节提出从静态与动态特征全面描绘区域内部产业空间，并进一步分析产业空间共聚的影响

因素，为城市群决策者开展产业空间治理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具体来说，我们做出了如下修改，分别从静态、动态和影响因素三个维度考察区域内的产业

共聚。从静态角度看，中国城市群层面同二位数产业共聚水平显著高于全部产业共聚水平与

跨二位数产业共聚水平，不同城市群的产业共聚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产业空间核心产业各具

特色，初步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分工格局。从动态角度看，中国城市群产业空间共聚水

平总体呈下降态势，不同城市群之间表现出具有产业共聚总体两极分化与局部产业合作纵深

发展等特征的差异化演化模式。从产业共聚与产业空间的影响因素看，产业层面上投入产出

关联与技术关联对产业间的共聚发生的影响显著，产业间规模差距产生了跨产业的学习效应；

在城市群层面上的政府规模、经济水平、交通基础设施与开放程度都不同程度的与产业共聚

负相关。 

 

囿于文章篇幅的限制，未能将这一部分展开自成一节进行深入的讨论。在未来的研究中，我

们会按照您的建议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形成一个比较严谨的、系统的认知框架或体系，讨

论怎么基于产业共聚来认识和实施产业空间治理。关于产业共聚的影响因素分析，我们研究

团队会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也希望在未来能够与审稿人能进一步交流与合

作。再次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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